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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领导力研究: 最近 20 年的进展与
未来研究方向∗

□
 

张　 燕 (Yan
 

Anthea
 

Zhang)

∗　 本文基于张燕教授在战略管理学会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主办的 “从割裂走向融合: 巩固战略

领导力领域的研究成果” (From
 

Isolation
 

to
 

Integration
 

in
 

the
 

C-Suite:
 

Consolidating
 

Our
 

Gains
 

in
 

Strategic
 

Leadership
 

Research) 特别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改写而成。 该会议于 2019 年 3 月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召开。

　 　 摘　 要: 本文回顾了近 20 年内 (2000 ~ 2019 年) 发表于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 和 《战略管理杂志》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 的有关战略领导力的 407 篇论文, 并解析了这些论文的着重点及关键

变量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在前十年与后十年有什么不同。 更重要的是, 本文

为对战略领导力感兴趣的学者们指出了七个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战略领导力; 高管更替; 公司治理

一、 战略领导力: 一直以来都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翻开任何一本主流商业杂志, 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有关战略领导力的描述与讨论。

例如, 《彭博商业周刊》 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刊登的封面文章题目为: 《五个月内、

两架客机失事、 346 人遇难———波音公司深陷危机》 (2
 

Planes, 5
 

Months, 346
 

dead,
 

Boeing
 

in
 

Crisis)。 这篇文章报道了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的两起致命空难。 文中写道:

“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声誉受损, 波音公司的长期产品战略亟待调整, 首席执行官

(CEO) 对此责任重大。 毕竟在 2018 年, 波音公司 CEO 的年薪高达 1850 万美元……”

坦率地讲, CEO 固然难辞其咎, 但仅靠 CEO 无法解决波音公司的问题。 不过对

大多数人而言, 1850 万美元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天文数字, 而波音公司 CEO 一

年便能领到这么高的薪水。 正因为如此, 当企业面临危机之时, CEO 难免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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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的薪水既然如此丰厚, 人们对他们的期望

自然也高。 当公司经营良好时, 他们会获得赞

赏; 而当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便是 “出

气筒”。 尽管解决问题需要全企业上下以及诸多

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人们还是会要求 CEO

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因为在认知上和

情感上, 人们需要指出具体的责任方, 让其承

担责任并解决问题。

因此, “公司高管是否真的重要” 与 “人

们是否认为公司高管重要”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公司高管是否重要” 即便没有定论, 但在人们

的认知中, 公司高管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

上, 战略领导力不仅现在是, 而且将一直是一

个重要、 热门的研究领域。

二、 战略领导力: 近 20 年的

研究概述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Academy
 

of
 

Man-

agement
 

Journal, AMJ) 和 《 战略管理杂志》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 是发表战

略实证研究的两个旗舰学刊。 为了提供一个过

去 20 年来战略领导力领域的演化全貌, 本文选

取这两本学刊上发表于 2000 年至 2019 年的相

关文献, 作为本文分析的文献来源。① 只要一篇

论文中有一个主要变量与 CEO、 高管团队或董

事会有关, 这篇论文即被视为有关战略领导力

的研究。 主要变量包括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和调节变量, 但是不包括控制变量。 也就是说,

纳入本文分析的论文至少有一个研究假设与

CEO、 高管团队或董事会相关。 经筛选, 本文

最终得到 407 篇论文。

(一) 文献纵览

如图 1 所示, 发表在 AMJ 和 SMJ 上的战略

领导力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在 2000 ~

2008 年, 相关论文在两大期刊的发表数量无明

显差异; 但是在 2009 年之后, 发表在 SMJ 上的

相关论文比 AMJ 更多, 其中缘由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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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战略领导力研究在 AMJ 和 SMJ 上的发表情况 (2000~ 2019 年)
注: ①横轴: 年份; ②纵轴: AMJ、 SMJ 及合计文章数量。

① 本文作者感谢 Sung
 

H. (Brian)
 

Chung、 Yoon
 

Jung
 

(Jenny)
 

Kwon 和 Yiying
 

Zhu 在收集分析战略领导力相关文献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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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总结了这些文献的研究主题。 如果一

篇论文中有一个主要变量与 CEO (或高管团队 /

董事会) 相关, 这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即被定为

CEO (或高管团队 / 董事会)。 因为一些文章同

时涉及两个或者三个主题, 所以三大主题的文

献数目占比的总和超过了 100%。 在这 407 篇论

文中, 有一半的论文关注 CEO, 36%的论文关

注高管团队, 30%的论文关注董事会。 三大研

究主题的分布在 AMJ 和 SMJ 之间无明显的横向

差异, 但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些许变

化。 如图 3 所示, 关注 CEO
 

的论文数量呈震荡

上升态势。 因为关注 CEO 的论文通常也会关注

董事会发挥的作用, 因此关注董事会的论文数

量也呈现总体上升态势。 相比之下, 关注高管

团队的论文数量在近些年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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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主题在 AMJ 和 SMJ 上的总体分布 (2000~ 2019 年)

注: ①横轴: AMJ、 SMJ、 合计; ②纵轴: 有关 CEO、 高管团队 (TMT)、 董事会 (BOD) 及企业家 (Entrepreneur) 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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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主题的逐年分布 (2000~ 2019 年)

注: ①横轴: 年份; ②纵轴: 有关 CEO、 高管团队 (TMT) 及董事会 (BOD) 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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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论文的标题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这 407 篇论文的标题中使用最频繁的前十个词

语依次是: 绩效 ( performance)、 战略层面的

(strategic)、 薪酬 ( compensation)、 继任 ( suc-

cession)、 所有权 ( ownership )、 组织层面的

(organizational)、 结构 (structure)、 环境层面的

(environmental)、 网络 ( network) 和行为层面

的 (behavioral)。 有些人认为 AMJ 和 SMJ 对学

术论文的侧重点有不同的偏好。 本文针对 AMJ

和 SMJ 的论文标题用词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一

猜想。① 在 AMJ 的 147 篇论文的标题中使用最

频繁的前十个词语依次是: 绩效 ( perform-

ance)、 社会层面的 (social)、 组织层面的 (or-

ganizational)、 行为层面的 ( behavioral)、 战略

层面的 ( strategic)、 结构 ( structure)、 企业家

(entrepreneur)、 代理 (agency)、 继任 ( succes-

sion) 和权力 (power)。 在 SMJ 的 260 篇论文的

标题中使用最频繁的十个词语则依次是: 经历

(experience)、 收购 ( acquisition)、 薪酬 ( com-

pensation)、 职业生涯 ( career)、 战略层面的

(strategic)、 绩效 (performance)、 认知 ( cogni-

tion)、 信息 ( information )、 警觉 ( vigilance )

和网络 ( network)。 相比之下, AMJ 似乎更关

注战略领导力的社会 / 组织 / 行为特征等方面的

问题, 而 SMJ 则更关注具体的企业战略问题,

例如并购 (acquisition) 以及某些特定的职业生

涯 (career) 和 (管理) 经历 (experience)。
 

(二) 对于关键变量的总结

图 4 总结了上述文献中最常研究的解释变

量。 不出意料, 战略领导力的人口统计特征受

到最广泛的关注, 407 篇论文中有 105 篇将其作

为解释变量。 另外,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管理

层的薪酬会影响管理层的行为动机, 继而影响

管理层的战略行为。 并且, 高管的薪酬有时确

实高得令人咋舌, 这些现象在引发公众关注的

同时, 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出于这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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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解释变量的分布 (2000~ 2019 年)

注: 纵轴从上往下依次是: 人口统计特征、 社会 / 心理特征、 薪酬、 董事会结构、 权力、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创业 / 创始人 / 家族、 性别、 CEO 继任、 决策过程及 CEO 地位。

① 因为战略领导力的相关文章标题一般都会包含 “CEO”、 “高管团队” ( top
 

management
 

team)、 “董事会” ( board
 

of
 

directors)、
“高阶” (upper

 

echelon)、 “高管” (top
 

managers) 等词语, 本文没有将这些词语列入标题中使用最频繁的前十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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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有 41 篇论文将高管薪酬作为解释变量。 此

外, 董事会对公司股东负有受托责任, 他们有

责任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因此, 董事会结构以

及董事会与高管 (尤其是 CEO) 之间的权力分

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有 39 篇论文将董

事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 有 38 篇论文将权力作

为解释变量。 学者们还致力于打开高管及高管

团队决策过程的 “黑箱”, 有 47 篇论文将高管

(团队) 的社会心理特征作为解释变量。 此外,

高管的经历和专业技能也会对其战略选择和企

业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高管的社会资本 (社会

网络) 和人力资本也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 分

别有 31 篇和 32 篇。

对比早期论文和近期论文所使用的解释变

量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 图 5 分别列出了在

2000 ~ 2009 年和 2010 ~ 2019 年这两段时间内,

上述文献最常使用的解释变量。 在这两个时间

段里, 研究频次最高的解释变量都是人口统计

特征: 2000 ~ 2009 年的 125 篇论文中有 37 篇,

2010 ~ 2019 年的 282 篇论文里有 68 篇。 然而,

两个时间段内发表的论文之间仍存在些许差异。

上文提到, 高管薪酬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但比较而言, 2000 ~ 2009 年对高管薪酬的关注

度更高, 高管薪酬作为解释变量的频次位列第

二; 而在 2010 ~ 2019 年, 其频次仅位列第八。

高管薪酬研究频次下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通常依赖同样的数据来源,

使用那些成熟的、 已被广泛使用的测量指标,

包括薪酬总额、 业绩提成比例, 以及股票期权

价值或股票期权比例等。 随着越来越多相关的

论文被发表出来, 此类研究趋于饱和, 后来的

研究者在这类研究问题上比较难以产生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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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2009 年和 2010~ 2019 年的解释变量分布

注: ①2000 ~ 2009 年 (从上至下): 人口统计特征、 薪酬、 董事会结构、 权力、 创业 / 创始人 / 家族、 社会 / 心理特征、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CEO 继任、 决策过程、 性别及 CEO 地位; ②2010 ~ 2019 年 (从上至下): 人口统计特征、 社会 / 心理特征、

董事会结构、 人力资本、 权力、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创业 / 创始人 / 家族、 薪酬、 性别、 CEO 继任、 CEO 地位及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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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高管薪酬不同, 战略领导力的社会 / 心理

特征在 2010 ~ 2019 年的研究关注度比 2000 ~

2009 年要高。 在 2010 ~ 2019 年, 社会 / 心理特

征的频次位列第二, 282 篇论文中占 39 篇; 而

在 2000 ~ 2009 年其频次仅位列第六, 125 篇论

文中仅占 8 篇。 战略领导力的社会 / 心理特征越

来越受到关注, 反映了学者们正努力打开战略

领导者们的互动及决策的 “黑箱”。 与此相关,

战略领导力研究开始运用多种社会心理学理论,

并且开始使用人口统计特征以外的数据。

图 6 总结了上述文献最常研究的被解释变

量。 不出所料, 有关企业绩效的研究频次位居

第一, 407 篇论文中有多达 155 篇将企业绩效作

为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之所以被作为战略领

导力研究的重中之重, 是因为管理学者非常注

重 “那又如何” ( so
 

what) 的问题。 战略管理

研究的核心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的绩效

优于其他企业。 如果战略领导力与企业绩效无

关, 我们为何要关注战略领导力呢? 为了避免

这个 “so
 

what” 问题, 就有必要探明战略领导

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因此企业绩效的研究频

次位居第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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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被解释变量的分布 (2000~ 2019 年)

注: 纵轴从上往下依次是: 绩效、 薪酬、 行为 / 过程、 变更 / 继任、 治理结构、 其他战略、 其他、 创新、 并购和多元化、 企业

社会责任、 人口统计特征、 行为不当。

　 　 其他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高管薪酬、 战

略领导力的行为及决策过程、 CEO / 高管的变更 /

继任、 公司治理结构等。 看来, 除了企业绩效,

学者们还非常关注高管薪酬如何设定、 高管如

何做决策、 在哪些情况下高管会发生变更, 以

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 除此之外, 各种战略决

策的内容, 例如并购、 多元化和创新也是被高

频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

图 7 分别列示了在 2000 ~ 2009 年和 2010 ~

2019 年这两段时间内发表的论文所使用的被解

释变量。 在这两段时间内, 企业绩效都是研究

频次最高的被解释变量; 高管变更 / 继任的研究

频次一直位居第四 (2000 ~ 2009 年, 125 篇论

文中占 12 篇; 2010 ~ 2019 年, 282 篇论文中占

33 篇)。 类似于图 5,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高管薪

酬同样在 2000 ~ 2009 年更受关注: 高管薪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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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2009 年频次位列第二, 而在 2010 ~ 2019

年仅位列第五。 相比之下, 2010 ~ 2019 年更倾

向于把高管行为及决策过程 ( 2010 ~ 2019 年:

38 篇; 2000 ~ 2009 年: 10 篇) 和公司治理结构

(2010 ~ 2019 年: 34 篇; 2000 ~ 2009 年: 8 篇)

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并非我们

关注的所有因素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上, 很多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链条可能过长或是过于模糊, 很难进行严格的

实证检验。 战略领导者的行为及决策过程以及

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本身就非常重要, 值得深

入研究。 它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机制, 有助

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的行为与众不同、 有些

企业表现得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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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 2009 年和 2010~ 2019 年的被解释变量分布

注: ①2000 ~ 2009 年 (从上至下): 绩效、 薪酬、 其他战略、 变更 / 继任、 行为 / 过程、 治理结构、 创新、 并购和多元化及人口统

计特征; ②2010 ~ 2019 年 (从上至下): 绩效、 行为 / 过程、 治理结构、 变更 / 继任、 薪酬、 其他战略、 创新、 并购和多元化及企业社

会责任。

三、 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本部分将讨论潜在的研究方向。 由于战略

领导力研究覆盖 CEO、 高管团队和董事会三大

主题, 同时为三大主题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会

有一定难度。 因此, 本文将聚焦于笔者最为熟

悉的 CEO 主题, 这些建议都可延伸至高管团队

主题, 一定程度上也可应用于董事会主题。

(一) 另类高管薪酬: “奖励” 失败?

如上文所述, 高管薪酬在战略领导力领域

已获得广泛研究。 学者们已对高管薪酬的前因

后果作了深入探讨, 后来者在这个研究问题上

往往觉得翻新无力。 事实上, 有关高管薪酬有

些新的问题值得学者们探讨。 例如, 如何解释

“奖励失败” 这一现象? 当解雇前 CEO 史蒂

夫·伊斯特布鲁克 ( Steve
 

Easterbrook) 时, 麦

当劳为其支付了一笔高达 5700 万美元的遣散费

(其后, 麦当劳以其掩盖与员工的不正当关系为

由起诉这位前 CEO, 要求其退还数千万美元的

遣散费)。 2019 年 10 月, 共享办公场所 We
 

Work 的创始人兼 CEO 亚当·诺依曼 ( Adam
 

Neumann) 离职时, 获得一笔超过 10 亿美元的

巨款 (2020 年 10 月, We
 

Work 方面称其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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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依曼签署的 1. 85 亿美元咨询协议因其违

反了某些条款已失效)。

CEO 因为企业绩效不佳、 组织行为不端或

者个人行为不当被解职, 却能获得高额遣散费。

此类事件通常会闹得沸沸扬扬并引发公众的反

感。 媒体把这类遣散费称作 “ 离职报酬” 和

“对失败的奖励”。 遣散费虽然备受争议, 却是

CEO 薪酬契约常见的组成部分。 尽管遣散费仅

在 “无理由” 解雇高管的时候支付 ( Schwab
 

&
 

Thomas,
 

2006), 但几乎所有被解雇的 CEO 都能

领到遣散费。 高管被公司 “有理由” 解聘的情

形非常罕见。 如麦当劳和 We
 

Work 的例子所示,

即便 CEO 因业绩问题或者行为不端问题被解聘

通常也被视作 “无理由” 解聘, 这是因为公司

要指证 CEO 的过错有难度, 容易引起法律纠

纷, 不如付钱让其走人了事。

遣散费争议如此之大, 为什么许多企业的

CEO 薪酬契约却会包含此项内容? 遣散费实质上

为 CEO 的工作风险 “上了保险” ( Klein
 

et
 

al. ,
 

2021)。 上市公司的 CEO 看起来位高显赫, 其

实是个高风险职位。 尤其在接任初期, 公司内

外对新任 CEO 的期待很高, 董事会对新任 CEO

还不放心, 新任 CEO 的威望和权力基础还没有

建立起来, 新任 CEO 面临着很高的职业风险。

Zhang (2008) 的研究发现, 将近 1 / 3 的新任

CEO 会在任期的前三年被解职。 如果没有遣散

费做保底, CEO 则倾向于小心翼翼、 不愿做出

高风险的战略行动。 这是因为这样的战略行动

注定失败率比较高, 如果没有遣散费, CEO 的

战略一旦失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走人。 然而,

很多时候公司需要其高管采取风险高的战略,

因为高风险可能带来高回报。 因此, 提供遣散

费, 就相当于给 CEO “上保险”, 鼓励他们采

取必要的有风险的战略。

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遣散费对 CEO 变更的

影响。 例如, 高额遣散费是否使企业更容易在

需要的时候解雇在任 CEO? 已有的研究发现,

在任 CEO 有强烈的动机留在位置上———所谓的

“恋栈” 心理; 只有当董事会比 CEO 拥有更大的

权力时, 才能顺利促使在任 CEO 离职 (Fredrick-

son
 

et
 

al. ,
 

1988)。 而遣散费则有可能降低促使

在任 CEO 离职的困难程度。 那么, 董事会在做

决定时, 应该如何权衡遣散费成本与更换 CEO

的潜在收益呢? 此外, 股东与公众常常对 CEO

遣散费感到不满 (Bebchuk
 

&
 

Fried,
 

2004), 那

么企业在更换 CEO、 付其遣散费的时候, 如何

应对股东的不满和安抚公众的意见? 这些都是

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 领导权过渡: 从战略委托到战略主动

2021 年 1 月 20 日, 特朗普拒绝出席继任总

统拜登的就任典礼, 打破了美国的历史传统。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首任就职演讲时说: “在世界

上许多人看来, 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四年一度

的仪式, 不啻于一个奇迹。” 政治权力过渡不啻

于一个奇迹, 企业领导权过渡亦是如此。 2021

年 2 月, 亚马逊的创始人及 CEO
 

杰夫·贝索斯

(Jeff
 

Bezos) 宣布离开 CEO 职位, 由多年的工

作伙伴安迪·贾西 (Andy
 

Jassy) 继任。 亚马逊

创立于 1994 年, 安迪·贾西 1997 年就加入了

亚马逊, 虽非创业元老, 但他为亚马逊的成长

与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贝索斯在离职公开信

中说, “Andy
 

Jassy 在亚马逊的时间几乎和我一

样长, 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并且, 安迪·贾

西一手创办及掌帅的 AWS 云业务是亚马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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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润来源及重要的股价支撑点。 即便是安

迪·贾西这样的任期长、 业绩累累的老将接任

CEO 职位, 也需要一番铺垫与准备。 为了给安

迪·贾西的继任扫清道路, 亚马逊内部的另一

位劳苦功高的候选人 (Jeff
 

Wilke) 提前退休。

继任 CEO 在过渡时期比较煎熬, 因为他们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树立威信和组建高效的辅助

团队。 继任 CEO 如何管理这个过渡过程有待研

究。 Ma 和 Seidl (2018) 发现, 继任 CEO 会通

过团结一群亲密的合作者来帮助自己争取领导

主动权。 Lam 等 (2018) 认为, 如果继任 CEO

及其团队具备积极主动的特质, 那么这些特质

将有助于新领导者在团队和组织中建立权威。

继任 CEO 还会采取一系列举措来缓解各方压

力, 增加顺利继任的概率, 例如公开赞扬前任

的贡献和积极推销自己的能力等 ( Yi
 

et
 

al. ,
 

2020)。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领导权过渡时

期的有关问题。 例如, 继任者如何组建自己的

合作团队? 谁更有可能成为继任 CEO 的合作团

队成员? 外部 “空降” 的 CEO 是否应该带着以

前的同事进入新公司?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

这又会分别给继任 CEO、 带来的新高管和原来

的公司高管带来什么影响? 继任 CEO 走马上任

时往往身有所托, 但他们仍然需要争取自身的

战略主动权, 那么他们如何完成从战略委托到

战略主动的转变呢? 这些问题十分重要, 但因

为缺乏数据, 学者们难以对此进行研究。 不过,

如今数据的可得性越来越高, 高管们与证券分

析师的电话会议记录和 CEO 公开演讲等信息为

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这些材料均有助于

研究继任 CEO 所言、 所为及所想, 也有利于了

解证券分析师、 股东和雇员对此相应的看法。

(三) CEO 离任后的职业机会

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 任期在过去几十年里

变得越来越短。 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 标普 500

公司 CEO 任期的中位数在 2017 年底是 5 年, 在

2013 年底是 6 年;
 

因为受一些超长任期 CEO 的

影响, CEO 任期的均值变化不大, 从 2013 年的

7. 5 年微降到 2017 年的 7. 2 年。① 与此相比,

在 2000 年, CEO 任期的均值大约是 10 年。② 许

多 CEO 在退休年龄之前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了

公司。 Lee 等 (2020) 发现许多创始人兼 CEO

在公司成功上市后离任,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

非常年轻。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这

些 CEO 离任之后去往何方? 许多离任高管会选

择进入其他公司 (上市或者非上市公司) 的董

事会。 对于他们来说, 担任董事 (尤其是担任

上市公司的董事) 是延长其职业生涯、 继续发

挥余热的良机。 还有许多已经积累巨额财富的

离职 CEO 活跃在慈善活动中。 除此之外, 当然

还有其他的职业选择。 例如, 惠普公司的前董

事会主席兼 CEO 卡莉·菲奥莉娜 ( Carly
 

Fiori-

na) 在 2005 年离职后选择从政。 但她仕途多

舛, 2010 年竞选参议员失败, 2016 年参加总统

大选也以提前退出而告终。

众所周知, 如果 CEO 在任期内公司绩效

①

②

Dan
 

Marcec,
 

Equilar,
 

Inc. 2018. CEO
 

Tenure
 

Rates. https: / / corpgov. law. harvard. edu / 2018 / 02 / 12 / ceo - tenure - rates / #: ~ : text =
According%20to%20a%20recent%20Equilar, at%20the%20end%20of%202017.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2. Average
 

Tenure
 

of
 

CEOs
 

Declined
 

to
 

8. 4
 

Years,
 

The
 

Conference
 

Board
 

Reports. https: / /
www. prnewswire. com / news-releases / average-tenure-of-ceos-declined-to-84-years-the-conference-board-reports-14715213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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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那么他们的个人能力会遭到质疑, 从而降

低他们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 “市场价值”, 影

响他们到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或同层级高管

的机会 (Wiesenfeld
 

et
 

al. , 2008)。 但是, 如果

经营失败的情形不同, 那么 CEO 离职后的职业

前景是否也会有所差异? Connelly 等 ( 2016)

认为, 组织性失败 ( organizational
 

failures) 可

以分为两类: 能力失败 ( competence
 

failures)

和正直失败 ( integrity
 

failures)。 当企业的业绩

不尽如人意时, 所示的是 CEO 的能力失败;

当企业不诚实、 欺骗消费者、 违法违纪或者打

监管的 “擦边球” 时, 便存在正直失败 (Con-

nelly
 

et
 

al. , 2016)。 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能力

失败和正直失败是否对 CEO 离任后的职业前景

有不同的影响。

此外, 高管的能力并非越高越好。 Sliwka

(2007) 的模型表明, 有的时候企业为了推动战

略变革, 需要解雇一些能力卓越的经理人, 反

而会留下那些能力过得去但绝非卓越的经理人。

这是因为能力卓越的经理人常常有自己的战略

主张, 不一定认同企业试图推动的战略变革。

倒是那些能力过得去但绝非卓越的经理人更可

能妥协与合作, 认真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变革计

划。 有意思的是, Sliwka ( 2007) 的模型进一

步表明, 因战略主张不同被解职并不会严重损

害这些管理者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和

“市场价值”。 相反, 他们因为能力出众, 并且

有鲜明的战略主张标签, 很容易找到下家。 例

如, 宝马前 CEO 毕睿德 ( Bernd
 

Pischetsrieder)

1999 年因拒绝改革或出售亏损的罗孚汽车公司

被解雇, 但随后在 2002 年被大众汽车公司聘任

为 CEO (Sliwka, 2007)。 高管被解雇, 却仍然

能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维持其 “市场价值”, 到

底是什么因素释放了这些经理人的能力的信号?

这值得未来的研究关注。

除了公司业绩差或管理不善, 个人行为不

当也可能导致 CEO 被解雇。 例如, 2019 年 11

月, 麦当劳解雇时任 CEO 史蒂夫·伊斯特布鲁

克的理由是: “他与雇员存在双方自愿的亲密关

系, 这违反了公司规定。” 因个人行为不当被解

雇的 CEO 的职业前景非常值得研究。 相比个人

行为不当, 公司经营失败或管理不善有更多的

解读空间和归因方法。 因此, 因个人行为不当

被解雇的 CEO 是否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遭受更

大的冷遇?

CEO 卸任后从政和从事慈善事业的相关研

究尚处空白。 为什么有些 CEO 在卸任后从事慈

善事业? 除了从个人财富的角度去解释, 还有

许多值得探讨之处。 因为公司上市或者行使股

票期权而一夜暴富的 CEO 在离任后是否会更多

地从事慈善事业? 既然他们的钱来得如此容易,

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加慷慨? 从事带有 “原罪”

的行业 (如烟酒行业、 武器行业等) 是否会促

使 CEO 在离任后投身慈善活动来赎罪? 此外,

像卡莉·菲奥莉娜那样在离任后选择从政的

CEO, 他们的胜算有多大? 多大程度上, 他们

经营公司的经验能够迁移到政治领域? 这些都

是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问题。

(四) 小心微观基础观可能存在的误区

过去 20 年, 战略领导力文献采用的研究方

法从人口统计学方法向微观基础方法转变。 微

观基础方法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去解释战略领

导者的互动过程和战略决策过程, 这种方法被

称为战略领导力研究的微观基础观 (micro
 

f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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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不可否认, 微观基础观对战略领导力

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帮助我们更深

刻地理解高管们的战略决策过程和他们之间的

社会互动过程。 但是, 我们也需要避开微观基

础观可能存在的误区。

具体地说, 我们需要避免引进太多看起来

不同、 实际上很接近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到战略

领导力研究中来。 这与我们使用的数据类型有

关。 大样本的战略领导力研究即便是用社会心

理学理论, 使用的数据大多数还是二手数据

(案例研究和问卷调研研究不在此列)。 这就限

制了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在实证上分开那些很

接近的社会心理学概念。 比如, 文献中常用的

三个战略领导者的心理特征: 过度自信 ( over-

confidence)、 傲慢 ( hubris ) 和自恋 ( narcis-

sism), 在概念上它们固然各有侧重点, 但在实

证中却互相重叠或者与其他常用概论重叠。

Hayward 和 Hambrick
 

( 1997)
 

是研究 CEO

傲慢的一篇早期文章, 引用率非常高。 此文研

究 CEO 傲慢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 CEO 傲慢

通过企业的近期业绩、 媒体对 CEO 的夸赞、

CEO 相对于其他高管成员的薪酬来体现。 试问,

如果不用 “CEO 傲慢” 这个概念, 是否可以直

接推导出这三个因素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

如果可以, 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概念?
 

Chen 等 (2015) 研究 CEO 过度自信对公

司业绩预期准确性的影响。 CEO 过度自信用以

下的指标来测量: 媒体对 CEO 的报道、 CEO 是

否推迟兑现期权, 以及 Hayward
 

和 Hambrick
 

(1997)
 

用来测量 CEO 傲慢的三个指标。 把这

两篇文章放在一起, 不禁要问: CEO 过度自信

和 CEO 傲慢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Chatterjee
 

和 Hambrick
 

(2007)
 

是研究 CEO

自恋的一篇早期文章, 在实证方面非常有创造

性, 使用五个指标来测量 CEO 自恋: 公司年度

报告中 CEO 照片的尺寸、 公司新闻稿中 CEO 的

重要性、 CEO 在访谈中使用第一人称的频率、

CEO 相对于其他高管成员的现金薪酬、 CEO 相

对于其他高管成员的非现金薪酬。 试问, 这些

指标用来衡量 CEO 过度自信和 CEO 傲慢行不

行? 似乎也不是不行。 事实上, 这三个概论的

测量都用到了 CEO 相对于其他高管成员的薪酬

(现金与非现金薪酬)。

社会心理学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丰富的学科,

研究战略领导力的学者需要从中汲取营养, 但

是不宜引进太多看起来不同而实际上又很接近

的社会心理学概念。 否则的话, 文章单独看很

有新意———引进了一个新概念, 放在一起看却

可能是重复造车, 对总体文献的发展贡献有限。

(五) 公司高管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

公司高管不仅要对股东负责, 而且要为其

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这包括公司的员工、 客户

及消费者、 供应商, 甚至社会和自然环境。

2019 年 8 月, 商业圆桌
 

( Business
 

Roundtable)
 

重新定义公司存在的目的, 181 位 CEO 签署了

相关的声明, 承诺将领导他们的公司对所有的

利益相关者负责而非只是对股东负责。 这些高

管们只是说说而已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实施, 这

还要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 学者们已经开始

关注高管的特质如何影响他们所领导的公司的

社会责任行为。 比如, Tang 等 ( 2015) 发现

CEO 的傲慢与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负相关

关系, 但是与公司的社会不负责任行为存在正

相关关系。 Zhang 和 Luo (2013) 检验了在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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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对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捐赠行为。 他们发

现自身地位比较脆弱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捐赠,

以此获取东道国社会的认可。 同时, 如果母国

的社会环境重视公司慈善行为, 跨国公司也更

倾向于捐赠, 因为这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吻合。

慈善捐赠和广泛的社会责任行为总体上是

利他的、 受社会欢迎的 (好) 行为。 是否要实

施这样的行为, CEO 所面临的是财务目标和社

会目标之间以及股东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

益之间的选择。 可是, 有一些社会问题是很敏

感的, 公众对其不仅没有共识反而持有不同的

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意见。 对这样的问题, 为什

么有些 CEO 公开表示立场, 而其他的 CEO 却选

择沉默? 比如, 美国快餐连锁店 Chick-fil-A
 

的

创始人及 CEO 对同性恋问题曾公开发表了极其

保守的意见。 结果, 反对者号召大家罢买他们

家的食品, 支持者涌向他们的餐厅以示支持。

相反, 百事可乐的前 CEO 英德拉·诺伊 (Indra
 

Nooyi) 曾公开表示, 任何与百事可乐的业务无

直接关系的问题, 她都不发表评论。 是什么因

素影响了 CEO 对社会敏感问题是否发声, 以及

发出什么声音?

Chatteri 和 Toffel (2018) 对此问题做了开

创性的研究。 他们发现 CEO 对社会问题发声出

于不同的目的。 有些是因为内在的因素: 要大

声说出自己相信的价值观; 有些是因为外在的

因素: 对社会问题表态对年轻一代的员工及消

费者非常重要。 那么 CEO 们是如何发声的呢?

有的是直接发表声明, 以期引起公众的关注;

有的出钱捐赠给相关机构, 支持其活动; 有些

动用公司的资源和平台来直接参与有关的活动。

Chatteri 和 Toffel 发现, CEO 们这样做, 有收益

更有风险。 正是因为某些社会问题是很敏感的,

既有强烈支持者, 也有强烈反对者, 所以不发

声固然不合适, 发声也很容易 “引火烧身”。 在

企业被期待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 企业与

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 人们对 CEO 们的

预期也不再仅仅是财务回报。 CEO 们对社会敏

感问题是否发声、 如何发声, 需要进行更多的

研究。

(六) 战略领导力研究的内生性问题

有关 CEO 继任研究———更广泛而言, 有关

战略领导力更迭、 新领导者任命的研究———面

临着内生性问题的挑战。 例如, 企业绩效不佳

本身增加了 CEO 变更的可能性, 前期企业绩效

和 CEO 继任都会影响继任后的企业绩效。 因

此, CEO 变更内生于继任前的企业绩效和其他

的企业背景因素。 内生性问题不解决, CEO 继

任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便难以证明。

近来关于初创企业高管的研究为解决内生

性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Kulchina ( 2017) 探

究外籍创业者自己管理初创企业是否比雇用本

土职业经理人可以做得更好。 从理论上讲, 正

反方都说得通。 外籍创业者自己管理自然是尽

心尽力, 避免了委托代理的问题。 但是, 外籍

创业者可能不懂东道国的经营环境, 雇用当地

职业经理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用俄

罗斯的签证政策变化作为工具变量, 这个政策

变化会影响外籍创业者在俄罗斯是自己管理还

是雇用当地职业经理人这个选择 (如果拿不到

工作签证, 外籍创业者就必须雇用当地职业经

理人), 但是不会直接影响这些初创外企的业

绩。 通过使用这个工具变量, Kulchina (2017)

证明了外籍创业者自己管理确实是优于雇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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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职业经理人, 这个优势具体体现在节约成本

上而非增加营业收入上。 单看这个结论似乎是

显而易见的, 但是, 如前文所说, 反方也不无

道理。 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 严谨的研究设

计及从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就非常重要。

举另一个例子, Chahine 和 Zhang ( 2020)

研究风险投资者在所投的创业公司上市之前替

换 CEO 这一现象。 他们分析了美国 1995 ~ 2013

年 1156 家受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的 IPO 数

据。 在该样本中, 他们发现有 472 家创业公司

(占比 40. 8%) 在第一轮风险融资和 IPO 之间

更换了 CEO。 他们研究上市之前替换 CEO 如何

影响公司的上市业绩。 从理论上讲, 正反方都

说得通。 中途换帅很混乱, 甚至打击士气, 所

以替换 CEO 可能会损害公司的上市业绩。 但

是, 当一家公司从初创阶段进入上市阶段往往

要经历一条巨大的学习曲线, 公司管理层必须

精心考虑来自人力资源、 运营效率、 政府监管、

公共关系等方面的挑战。 这些挑战即便是对最

成功的创业者来说也都很难应对。 创业公司

CEO 在这些方面的短板极有可能会损害公司

IPO 的成功以及 IPO 之后的股价。 从这个角度

来说, 中途换帅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Chahine 和

Zhang (2020) 用初创企业与领投的风险资本之

间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预测初创企业是

否会在 IPO 前更换 CEO。 解决了这个内生性之

后, 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 在 IPO 前更换 CEO

可以提高企业的 IPO 估值。 如此一来, CEO 变

更对 IPO 估值的影响便能够进行因果推断。

不过, 大部分有关 CEO 继任和战略领导力

的研究聚焦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与初创企业

不同, 也比后者更大、 更复杂。 因此, 有关上

市公司的研究很难给 CEO 继任这个事件的发生

找到一个好的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此类研究的

内生性问题, 我们可以研究某些具体的继任实

践 (如企业是否有正式的 CEO 继任流程) 和某

些具体类别的继任者 (如女性继任者)。

(七) 新的数据来源意味着新的研究机会

过去 20 年, 战略领导力文献的进步, 是因

为有学界的集体努力, 也是因为有了新的数据

来源。 例如, “得克萨斯州比加利福尼亚州保

守” 这个结论在州的层面上基本成立, 但一旦

将之推至个人层面便过于泛化了。 Hambrick 及

其合作者们 (Chin
 

et
 

al. ,
 

2013)
 

用高管个人的

政治捐款历史去衡量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 用

高管的政治献金数据来衡量他们的政治意识形

态, 显然比根据他们出生成长在哪里来推断更

为准确。 这个测量方法已经被用于研究高管的

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公司业绩欠佳时是否解聘 CEO 等问题。

举另一个例子, 高管与证券分析师的电话

会议记录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能帮助

学者们去了解高管的想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Xi 等 (2020) 使用新任 CEO 与证券分析师的电

话会议记录资料, 来研究新任 CEO 如何完成领

导权的过渡。 如果继任 CEO 在电话会议里公开

称赞前任 CEO (如 “他在领导企业方面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 我会继续跟随他的战略方向……”),

那新任 CEO 在试图讨好前任。 如果继任 CEO 在

电话会议里强调自己的背景及战略计划, 那么

他在试图树立自己的威望。 虽然 CEO 说的和想

的以及实际做的之间还是有差别, 用新任 CEO

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来推测两任 CEO 之间的关

系, 总是要比以前文献 (例如依赖两者的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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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来推测两者之间的关系) 丰富准确多了。
 

通过回顾近 20 年发表在 AMJ 和 SMJ 上的

文章, 我们可以说管理学者在战略领导力方面

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战

略领导力领域正在从使用人口统计学、 结构化

的方法逐步转向使用社会心理学方法。 学者们

正在努力读懂高管的心中所想、 喜好、 决策过

程及相处的法则。 当我们在这些微观层面上钻

之弥深, 也更需要从中跳出来看看世界的变化,

思考战略领导者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扮演

着怎样的角色、 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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